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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剖析国际职业健康政策的内容特征，推动我国职业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 ５ 国的职业健康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依托政策工具理论及政策一致性

（ＰＭＣ）指数模型，在国际比较视域下开展 ５ 国职业健康政策的量化分析，继而提出我国职业健康政

策优化建议。 结果表明：５ 国倾向于通过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塑造职业健康治理的宏观发展环

境与人力物力资源，较为忽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牵引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政策性质、政策

受体、政策重点与激励约束方面表现出色，在政策效力、政策视角与政策主体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发展

空间；应当加强对职业健康政策工具配置不均衡问题的重视，对易遭受心理健康危害的人群给予更

多的引导与帮扶，考虑劳动者在职业健康治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关键词】 　 职业健康；　 政策工具；　 政策一致性（ＰＭＣ）指数；　 政策文本；　 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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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职业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事关广大劳动者健康福祉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成绩斐

然，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１］。 然而，
在此背景下，我国新旧职业病危害日益交织叠加、几
十年粗放式发展中积累的职业病问题逐渐显现，劳
动者日益增长的职业健康需求与职业健康工作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２］。 习近平总书记把维

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在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强调，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进职业病危害

源头治理。 近年来，我国坚持以劳动者健康为中心，
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攻坚健康中国行动。 劳动

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之一。
伴随着党和国家保障劳动者权益一系列部署的全面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健康政策发展的规律性

特征及其在新时代下的实践进路愈发成为值得关注

的议题。
此前，我国职业健康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 ２ 方

面：①以时间为主线，从概览视角探析职业健康事业

的发展历程。 此方面研究多聚焦于自新中国成立伊

始，我国职业健康相关机构组建、代表性成就、未来

挑战与创新方向等一系列问题［３－４］。 如梳理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党

的领导下我国取得的职业健康工作成就，以期为我

国职业健康事业守正创新、开创未来提供参考［５］。
②以职业群体为划分，探析某类职业的健康风险及

政策进展。 此方面研究侧重于结合职业特征与时代

背景开展政策回溯与进路探析［６］。 如以新冠肺炎

疫情为切入点，探析我国医务人员职业健康政策的

积极进展与未来挑战［７］。 亦有学者基于新老蓝领

职业健康的考察，提出共享经济就业形态下政策创

新需求的立足点需要从劳动权利向健康权利转变的

倡议［８］。 以往的研究具备丰富的参考价值与实践

引领作用，但其主要侧重于概览视角下的历程回溯

或单类职业健康政策的变革分析。 纵观国际职业健

康事业进程，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安全与福祉是世界

人民共同的期冀，不同国家的职业健康政策亦已陆

续出台并执行。 相较而言，一些发达国家较早进入

工业化时代，其职业健康事业的启蒙与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早于我国。 然而，当前未有研究从国际比较

视域下，探析发达国家与我国职业健康政策之间的

相似性与差异性。
鉴于此，笔者拟采用政策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

析法，依托政策工具理论及政策一致性 （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ＰＭＣ）指数模型，在国际比较

视域下开展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 ５ 国的

职业健康政策工具分析与量化评价，继而结合我国

国情与职业健康政策文本内容特征提出优化建议，
以期为我国职业健康事业提供实践启迪。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为确保样本的透明性、相关性和权威性，遵循以

下原则：①政策文件均源自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公

开文件资料；②所选政策文件明确涵盖职业健康相

关内容，避免对职业健康的笼统或模糊指向；③所选

政策文件均在国家职业健康政策中最具代表性、时
效性及影响力。 选取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
典 ５ 国作为政策量化分析对象。 上述 ４ 个发达国家

在职业健康治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关顶层

设计较为科学完善，可为我国职业健康政策规划提

供有益借鉴。 综上，共选取 １０ 份职业健康政策文件

作为研究样本。 对政策文件进行编码，具体见表 １。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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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所纳入的 ５ 国职业健康政策样本

Ｔａｂ． １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 政策编号 政策名称 颁布年份 颁布机构

中国 Ａ１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美国
Ｂ１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２０１６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Ｂ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０１６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日本

Ｃ１ 第 １４ 次労働災害防止計画 ２０２３ 日本厚生劳动省
Ｃ２ 事業場における労働者の健康保持増進のための指針 ２０２３ 日本厚生劳动省
Ｃ３ 労働者の心の健康の保持増進のための指針 ２０２０ 日本厚生劳动省

澳大
利亚

Ｄ１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ｗｏｒｋ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ＷＨ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３－２０３３ ２０２３ 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署
Ｄ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２０２２ 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署
Ｄ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２０１９ 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署

瑞典 Ｅ１
Ｅｎ ｇｏｄ ａｒｂｅｔｓｍｉｌｊö ｆöｒ ｆｒａｍｔｉｄｅｎ⁃ｒｅｇｅｒｉｎｇｅｎｓ ａｒｂｅｔｓｍｉｌｊöｓｔｒａｔｅｇｉ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２０２１ 瑞典劳动部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政策工具理论

　 　 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

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反映了政

策制定者的执政理念与干预特征。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等［９］在考虑政府干预手段与干预程度的条件下，将
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 ３ 大类。
鉴于该划分的系统性与现实性，其已在我国社区健

康促进［１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１１］ 等领域的政策研

究中得到应用。 因此，选择该工具作为职业健康政

策量化分析的基础理论框架，结合政策文本具体内

容，将政策工具分为 ３ 类 １６ 种。 供给型政策工具包

括基础设施、教育培训、资金支持、技术信息和公共

服务 ５ 种。 环境型政策工具包括法规管制、监督考

核、体制机制建设、宣传引导、目标规划和金融税收

６ 种。 需求型政策工具包括试点建设、市场及社会

参与、国际交流、激励策略和政府采购 ５ 种。 以政策

文件的具体条款为分析单元，对筛选出的政策文本

按照“政策编号－政策章号 ／节号－条款编号”的逻辑

顺序进行内容编码。 最终整理并分析了中国

１５７ 条、 美国 １３９ 条、日本 １３３ 条、澳大利亚 １６１ 条、
瑞典 １４６ 条，共计 ７３６ 条政策条款。
１􀆰 ２􀆰 ２　 ＰＭＣ 指数模型

　 　 ＥＳＴＲＡＤＡ［１２］ 提出 ＰＭＣ 指数，其建立在万事万

物均有联系与变化的逻辑基础之上。 该指数模型能

够基于各政策变量的关联性客观评判特定政策，量
化分析具体政策的一致性水平，直观地了解政策的

优势和不足。 模型的建立具体包括 ３ 个步骤：
１） 变量识别与设定。 在现有政策变量划定的

基础上［１３］，结合职业健康政策的内容及特点，设定

９ 个一级变量、３８ 个二级变量，职业健康政策 ＰＭＣ
模型的变量见表 ２。 所有二级变量均设置为同等权

重，采用二进制法则平衡所有变量。 若政策内容含

二级变量，则赋值为 １；若不含二级变量，则该二级

变量赋值为 ０。
　 　 ２） 计算ＰＭＣ指数。对于所纳入的各国职业健

表 ２　 职业健康政策 ＰＭＣ 模型的变量

Ｔａｂ．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Ｍ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一级变量 一级变量名称 二级变量及名称

Ｘ１ 政策性质 Ｘ１１预测；Ｘ１２建议；Ｘ１３引导；Ｘ１４监督；Ｘ１５描述

Ｘ２ 政策效力 Ｘ２１短期；Ｘ２２中期；Ｘ２３长期

Ｘ３ 政策领域 Ｘ３１经济；Ｘ３２社会；Ｘ３３科技；Ｘ３４政治；Ｘ３５环境

Ｘ４ 政策视角 Ｘ４１宏观；Ｘ４２中观；Ｘ４３微观

Ｘ５ 政策主体 Ｘ５１政府部门；Ｘ５２企业；Ｘ５３科研院所

Ｘ６ 政策受体 Ｘ６１政府部门；Ｘ６２企业；Ｘ６３科研院所；Ｘ６４社会组织

Ｘ７ 政策重点 Ｘ７１目标规划；Ｘ７２科技创新；Ｘ７３体制机制建设；Ｘ７４宣传引导；Ｘ７５公共服务

Ｘ８ 激励约束 Ｘ８１教育支持；Ｘ８２资金支持；Ｘ８３市场或社会参与；Ｘ８４法规管制；Ｘ８５监督考核

Ｘ９ 政策评价 Ｘ９１依据可靠；Ｘ９２目标明确；Ｘ９３方案科学；Ｘ９４规划翔实；Ｘ９５鼓励创新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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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政策，开展文本编码与量化分析。 按照下式确定

一级或二级变量数值：
Ｘ ～ Ｎ［０，１］；Ｘ ＝ ｛ＸＲ：［０ν１］｝ （１）

式中：Ｘ 为一级或二级变量；ＸＲ 为 Ｘ 的状态。
一级、二级变量数值计算情况如下：

Ｘ ｔ（∑
ｎ

ｊ ＝ １

Ｘ ｔｊ

Ｔ（Ｘ ｔｊ）
） ｔ ＝ １，２，…，∞ （２）

式中：Ｘ ｔ 为一级变量；Ｘ ｔｊ 为二级变量；Ｔ（Ｘ ｔ ｊ）为 Ｘ ｔ

中的二级变量总数；ｔ 为一级变量编号。
随后，依据下式计算各国政策的 ＰＭＣ 指数，进

而划分政策等级：［８，９］为优秀，［６，８）为良好，［４，
６）为一般，［０，４）为不良。

ＰＭＣ ＝ Ｘ１ ∑
５

ｊ ＝ １

Ｘ１ｊ

５
æ

è
ç

ö

ø
÷ ＋ Ｘ２ ∑

３

ｊ ＝ １

Ｘ２ｊ

３
æ

è
ç

ö

ø
÷ ＋

Ｘ３ ∑
５

ｊ ＝ １

Ｘ３ｊ

５
æ

è
ç

ö

ø
÷ ＋ Ｘ４ ∑

３

ｊ ＝ １

Ｘ４ｊ

３
æ

è
ç

ö

ø
÷ ＋ Ｘ５

∑
３

ｊ ＝ １

Ｘ５ｊ

３
æ

è
ç

ö

ø
÷ ＋ Ｘ６ ∑

４

ｊ ＝ １

Ｘ６ｊ

４
æ

è
ç

ö

ø
÷ ） ＋

Ｘ７ ∑
５

ｊ ＝ １

Ｘ７ｊ

５
æ

è
ç

ö

ø
÷ ＋ Ｘ８ ∑

５

ｊ ＝ １

Ｘ８ｊ

５
æ

è
ç

ö

ø
÷ ＋ Ｘ９ ∑

５

ｊ ＝ １

Ｘ９ｊ

５
æ

è
ç

ö

ø
÷ （３）

　 　 ３） 绘制 ＰＭＣ 曲面。 ＰＭＣ 曲面是展示政策评

价结果与优劣势的直观立体图像。 建立 ＰＭＣ 矩阵

是构建曲面的前提基础。 鉴于文中共纳入 ９ 个一级

变量，构建三阶矩阵 Ａ 以建立 ＰＭＣ 曲面，具体计算

方式如下：

Ａ ＝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４）

２　 职业健康政策量化分析

２􀆰 １　 政策工具分析

　 　 ５ 国职业健康政策工具的运用次数与百分比统

计结果见表 ３。 各国的职业健康政策兼顾了供给

型、环境型及需求型政策工具，但也在其运用程度上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在政策共性方面，５ 国均已建

立起支持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政策框架，通过运用

多元化的政策工具为各国的职业健康事业提供理念

支撑、实践指引与监管保障。 依托 ３ 类政策工具的

分布结果，５ 国政府倾向于通过环境型、供给型政策

工具塑造职业健康治理的宏观发展环境与人力物力

资源，忽视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牵引作用。 整体上，
资金支持、金融税收、国际交流与政府采购这 ４ 类政

策工具均未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与运用。

表 ３　 ５ 国职业健康政策工具的运用次数与占比统计

Ｔａｂ．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ｉｎ 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中国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瑞典

供给型

公共服务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４（１１％） ５（３％） ７（５％）
基础设施 １３（８％） ５（４％） ３（２％） ３（２％） ５（３％）
技术信息 ２３（１５％） １０（７％） １２（９％） ２１（１３％） ９（６％）
教育培训 １１（７％） １５（１１％） １７（１３％） １６（１０％） ２０（１４％）
资金支持 ２（１％） ５（４％） ３（２％） ２（１％） ６（４％）

小计 ６１（３９％） ４７（３４％） ４９（３７％） ４７（２９％） ４７（３２％）

环境型

法规管制 １６（１０％） １１（８％） １０（８％） １４（９％） ２５（１７％）
监督考核 １８（１１％） １６（１２％） ５（４％） １５（９％） １０（７％）
金融税收 ２（１％） ０（０％） ０（０％） １（１％） ６（４％）
目标规划 １６（１０％） １６（１２％） １７（１３％） ２６（１６％） １４（１０％）

体制机制建设 １９（１２％） １１（８％） １３（１０％） １１（７％） １１（８％）
宣传引导 ４（３％） １０（７％） １９（１４％） １２（７％） １０（７％）

小计 ７５（４８％） ６４（４６％） ６４（４８％） ７９（４９％） ７６（５２％）

需求型

国际交流 １（１％） ２（１％） ２（２％） １（１％） １（１％）
激励策略 ３（２％） １３（９％） ６（５％） １４（１０％） １０（７％）

市场或社会参与 ５（３％） １１（８％） １２（９％） １６（１０％） ８（５％）
试点建设 １１（７％） ２（１％） ０（０％） ３（２％） ３（２％）
政府采购 １（１％） ０（０％） ０（０％） １（１％） １（１％）

小计 ２１（１３％） ２８（２０％） ２０（１５％） ３５（２２％） ２３（１６％）

　 　 在政策差异性方面，我国的供给型政策占比高于其他 ４ 个国家，需求型政策占比则低于其他 ４ 国。 这是

因为我国职业健康事业相较于其他各国起步较晚，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技术信息的现实社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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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需求与政策关注程度呈正比。 供给型政策工具的

频繁使用反映着我国政府已有计划地改善劳动条件

以保障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如配置防护设施与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仪器装备、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等。
需求型政策中，我国的试点建设类政策工具高于其

他国家，而市场或社会参与、激励策略类政策工具占

比低于其他国家。 试点建设涉及煤矿职业危害防治

示范企业建设、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健康统计、健康企

业特色样板等一系列内容，可为职业健康治理探索

实践路径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澳大利亚与

日本对市场或社会参与类政策工具应用广泛，如澳

大利亚通过加强各辖区、社会合作伙伴、研究人员和

高风险部门之间的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国家多样化

的劳动力特征并解决导致工人群体易受到伤害的结

构性因素。 澳大利亚与美国重视激励策略对工人职

业健康的影响，如美国对达到或超过旨在预防伤害

和疾病的安全与健康目标（如报告风险、参加培训、

进行检查）的员工给予积极表彰。 对环境型政策工

具而言，我国最重视体制机制建设，而较为忽视宣传

引导的作用。 一方面，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视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我国仍处于职业健康建设的前期架构阶

段。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在《国家职业病防治规

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中设置了主要任务第 ８ 条，旨
在加强宣传以增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但在运用

新一代新兴信息技术开展宣传引导方面仍需完善与

优化。

２􀆰 ２　 政策量化评价

　 　 依托 ＰＭＣ 指数的计算流程，通过语义文本挖掘

进行二级变量赋值并计算各政策的 ＰＭＣ 指数，职业

健康政策的 ＰＭＣ 指数统计见表 ４。 ＰＭＣ 曲面可以

清晰地展现政策的评价得分和缺陷程度，有助于政

策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 考虑到篇幅限制，文中只

列示了 ＰＭＣ 指数最低和最高的政策文本 Ａ１（中国）
和 Ｅ１（瑞典）的 ＰＭＣ 曲面，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表 ４　 职业健康政策的 ＰＭＣ 指数统计

Ｔａｂ． ４　 ＰＭＣ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变量名称 Ａ１ Ｂ１ Ｂ２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Ｅ１ 均值

Ｘ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８
Ｘ２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３３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４
Ｘ３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０􀆰 ６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６
Ｘ４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０
Ｘ５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３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７
Ｘ６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Ｘ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Ｘ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Ｘ９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６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４

ＰＭＣ 指数 ７􀆰 ６９ ８􀆰 ６７ ８􀆰 １４ ８􀆰 ６７ ７􀆰 ６０ ８􀆰 ４７ ８􀆰 ６７ ６􀆰 ８４ ８􀆰 ６７ ８􀆰 ６７
政策等级 良好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优秀 优秀 良好 优秀 优秀

ＰＭＣ 指数均值 ７􀆰 ６９ ８􀆰 ４ ８􀆰 １１ ８􀆰 ０６ ８􀆰 ６７ — — — — —
—

图 １　 Ａ１ 的 ＰＭＣ 曲面

Ｆｉｇ． １　 ＰＭ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１

图 ２　 Ｅ１ 的 ＰＭＣ 曲面

Ｆｉｇ． ２　 ＰＭ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Ｅ１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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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策变量层面出发，政策性质（０􀆰 ９７）、政策

受体（１􀆰 ００）、政策重点（１􀆰 ００）、激励约束（１􀆰 ００）与
政策评价（０􀆰 ９３）的均值得分较高。 这反映出当前

各国职业健康政策已较为完善地包括了预测、建议、
引导、监督及描述的基本特征与政策工具类型。 政

策对象包括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企业、科研院

所与社会组织等相关群体，且具备明确的目标规划、
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意识，有助于职业健康政策的

执行与落实。 政策效力（０􀆰 ６３）与政策视角（０􀆰 ８５）
的得分较低，这反映出当前各国未充分平衡短期、中
期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政策之间

的协同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完善政策布局与时

间序列的关联。
从政策文本层面出发，每项政策文本的等级均

为良好或优秀。 所纳入的政策中，澳大利亚与日本

的文本数量最多。 其在职业心理健康领域制定了单

独的政策，但从政策等级来看，其在政策主体、政策

领域等方面仍可优化。 从国家层面出发，５ 国的职

业健康政策的 ＰＭＣ 指数均值皆高于 ７􀆰 ０，等级均隶

属于良好或优秀。 这表明各国的职业健康政策在整

体布局规划上具备科学性，可以为各国职业健康治

理提供理念指引与实践抓手。 根据 ＰＭＣ 曲面可知：
我国的 ＰＭＣ 指数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存在一定

差距。 在政策性质、政策受体、政策重点与激励约束

方面，我国表现出色。 这是因为《国家职业病防治

规划》充分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

业健康工作的决策部署，政策设计具备整体规划性

与引领性。 在政策效力、视角与主体方面，我国与其

他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３　 职业健康政策优化建议

　 　 １） 需重视各类职业健康政策工具配置不均衡

的问题。 结合需求型政策工具，一方面，需促使国内

政府、企业、劳动者领悟国际先进职业健康文化，从
前瞻性、本土化视角出发厘清我国与国际领先国家

之间的区别与差距。 对东中西、大中小企业，结合实

际制定健康企业建设计划，通过加大宣传引导、推动

激励策略等方式塑造劳动者健康技术与人文环

境［１４］。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开拓创新职业健康治理的市场或社会参与

路径。 实现从政府主导至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企业

及劳动者协同治理的跨越，在基础设施配置、职业危

害因素治理、职业病诊疗等实践过程中凝聚共建共

治共享的职业健康治理合力［１５］。

２） 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背景下，应关注新技

术与新业态带来的挑战。 新业态的兴起推动了社会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此过程可能会产生新的

职业健康危害［１６］。 环境改变（如全球变暖、工作节

奏变化）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变化（如劳动力老龄

化）亦可能会造成新的职业健康挑战［４］。 正如《国
家职业病防治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中提及，“十
四五”期间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表现在

新旧职业病危害日益交织叠加。 如何应对新业态及

新环境下波谲云诡的职业健康危害因素亦是需要在

宏观、中观与微观政策制定及落实过程中重点考虑

的问题。 瑞典在其职业健康政策中提及，精神疾病

是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 与社会心理风险有关

的工作环境问题，需要同工作场所中的物理风险一

样严格对待。 澳大利亚及日本针对职业心理健康问

题亦制定了单独发行的政策文本。 我国重点关注于

尘肺病、噪声聋、减压病等职业生理病征的预防与诊

疗，在职业心理病征三级预防上缺少高权威性与规

范性的政策支持，对易遭受心理健康危害的人群应

给予更多的引导与帮扶［１７］。
３） 在职业健康领域，澳大利亚发行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旨在将工伤和

疾病的影响降至最低，使工人能够及时、安全、持久

地重返工作岗位。 日本在其职业健康政策中亦强调

了需保障具有职业病史的劳动者安心就业，完善兼

顾治疗和工作的相关制度。 该类政策指引重返工作

岗位的人可以使用一个广泛的循证框架来确定如何

最好地优化工人的恢复和工作能力。 在此类政策启

迪下，我国可进一步推动职业健康工作与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结合，考虑劳动者在职业健康治

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１８］。 另外，不同行业、
企业、作业岗位、个体特性的劳动者面临的职业健康

问题大相径庭，可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个体进行差

异化的健康干预。 如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

势群体及女性劳动者，应特别关注并保障其职业健

康状况，减少职业健康治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结构

性不公。

４　 结　 论

　 　 １） 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 ５ 国的政

府倾向于通过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塑造职业健

康治理的宏观发展环境与人力物力资源，忽视需求

型政策工具的牵引作用。
２） ５ 国的职业健康政策在整体规划上具备科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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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但仍有待优化政策布局与时间序列的关联。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政策性质、政策受体、政策

重点与激励约束方面表现出色，在政策效力、政策视

角与政策主体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３） 未来需重视职业健康政策工具配置不均衡

的问题，以更全面地发挥政策工具的最大功效。 需

关注新技术与新业态带来的挑战，对易遭受心理健

康危害的人群给予更多的引导与帮扶。 推动职业健

康工作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结合，考虑劳

动者在职业健康治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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